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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 

 

张一飞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被战争偏好与和平偏好的二元对立

思维所限制。如何超越“战”“和”偏好，诠释更为准确的中国战略文化？这是文章要回答

的核心问题。战略文化是特定社会背景下，战略主体在战略流程中长期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

先秦诸子学说的群体对立性说明在中国文化身份形成之初，便同时出现了“战”与“和”两

种系统性和重要性相当的战略思维。但是，这两种思维都未能在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压制对

方，或在历史中持续而稳定地支配中国大战略。因此，它们只能被归为战略选项而非战略文

化。通过抽象中国“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文章认为，中国战略文化是一种由“兼顾

实力和道德的战略资源积累”，“被动反应式的战略资源使用”，以及“同质、适度的反应原

则”构成的,呈现出“镜子”特征的思维模式。中国历史上与这一思维相符的大战略会因得

到国内民众支持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而偏离这一思维方式的大战略，则

会受到不同程度国内失序的惩罚。对西汉和北宋的历史观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大战略

与‘镜子’思维的相符程度”和“国内发展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程度”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详

细说明了“镜子”思维在历史中的操作细节。文章还对当代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然性

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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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自知的核心内容之一。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国战略

文化的研究结论存在巨大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以“战”为主，倾

向于以武力维护利益，解决纷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以“和”为

主，倾向于以关系维护、利益共建等方式弥合分歧。然而，战略文化虽然关乎“战”

“和”偏好，却未必以仅以“战”“和”偏好为限。是否可以单纯用“战”或“和”

的大战略偏好覆盖并诠释中国战略文化？如果不可以，应该如何诠释之？这是

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 战略文化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现状 

本文旨在对中国战略文化进行突破“战”“和”偏好限定的新诠释，因此，

有必要考察传统“战”“和”框架下的研究成果，并重点思考两个问题：（1）以

“战”“和”偏好诠释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种研究结论是否已经实现了彼此证伪？

（2）如果“战”“和”偏好无法诠释中国战略文化的全貌，应当如何梳理这两

种思想体系，作为发现更为深刻的战略文化的材料基础？ 

（一）对于战略文化概念的研究 

仅从字面理解，战略文化的外延应是国家最为宏观的大战略，其内涵则应是

某种具有文化特征的相关概念。其中，大战略比单纯的军事战略更为宽泛，它打

通了所有政策界限，是协调一个国家一切领域的所有力量以求实现某种政治目的

的宏观方案；①而文化特征则决定了战略文化在较长时间内对大战略影响的稳定

性。 

对于战略文化最为系统的研究来自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他

深入梳理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之间三代学者对于战略文化的定义，并发

现第一代研究者对战略文化的定义过于庞杂，导致战略文化因包罗万象而几乎无

法被研究；第二代研究者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没有区分符号性语言和真正对战略行

为产生了影响的文化内容；而第三代研究者将文化作为一种情境变量，近乎苛刻

地限制了文化的作用条件，严重削弱了文化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的解释力。因此，

江忆恩提出，“每一代群体在概念建构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各自的缺陷”。②在此基

                                                             
①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0 页。 
②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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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定义为“一套有机完整的符号系统”。①他认为，“战略

文化的精髓或者实证参照物会以一组有限的、等级有序的大战略行为偏好形式出

现”。②该定义同时满足了战略文化的可证伪性、可预测性、可比较性以及可追溯

性。冯惠云把战略文化等同于“统治的哲学和军事思想”，③这明显没有超越江忆

恩对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者的综述范畴。但是，他认为只有哲学与思想中的“独

一无二之处”才可以被称为文化。因此，战略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在不同的国家

和民族之间必须具有可分辨特征。这一定义借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了战略文化稳定

性的特征。宫玉振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④这种

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更加强调了其“持久性和稳定性”特征，部分满足了战略文化

的可追溯性。 

还有另外一些侧重文化特征的相关研究，基本没有超出江、冯、宫三位所提

供的三种样式，即“大战略偏好样式”、“独特哲学样式”和“价值习惯样式”。

罗斯塔·得里奥斯（Rosita Dellios）认为，传统文化与战略文化之间具有深刻

联系，他把儒家和兵家思想传统的结合直接等同于中国的战略文化。⑤斯蒂芬·彼

得·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关乎

战和、攻防、张缩的共同信念与假设”，⑥这也是把战略文化置于历史传统和社会

文化中加以理解的范例。于汝波将战略文化视为某种稳定的思想体系，并建立起

了“传统文化—战略思维—战略行为”的“三位一体”关系系统。他认为，“中

国古代统体思维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强调要从总体上、从纲领

上、从基本规律上去认识和把握各种矛盾，表现出思维的全面性、统系性和循环

性三个基本特征”。⑦李少军将战略文化视为一种长期发挥作用的传统，并将其定

义为“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战争与和平观中带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

                                                             
①

 同上，第 39-40 页。 
②

 同上，第 41 页。 
③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Routledge, 2007, p.18. 
④

 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11 页。 
⑤

 Rosita Dellios, “Modern Chinese Defense Strategy——Present Developments, Future Directions”, St. Martin’s 
Press, 1990, p.3-13. 
⑥

 Stephen·Peter·Rosen, “Societies and Military Power: India and Its Arm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 
⑦

 于汝波：《大思维——解读中国古典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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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①  

取“大战略偏好样式”、“独特哲学样式”和“价值习惯样式”的最大公约数，

本文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战略主体在战略流程中长期稳定

存在的思维模式。②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将文化特征等同于稳定性特征。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将战略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看待，但同时认为政治文化取决

于领导人的性格偏好。③这便在稳定的政治文化中增加了领导人性格这一不稳定

变量。李晓燕同样认为，一国主流文化未必与战略文化呈现线性一致的关系，尤

其反对中国学者对于一国战略文化与其主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战略文化对国家

行为的决定作用不加质疑。因为“文化涉及的领域比战略文化宽广，两者之间不

可能是完全对等的关系”。④更为极端的态度来自张锋，他认为“大战略往往不是

像清晰的政策或决策表现出来的那样，是理性算计的结果，相反，它通常发生在

理性互动之前。不应该把战略冲动归入战略计算”。⑤这甚至间接地否定了战略文

化的存在。 

本文认为，上述定义已经混淆了“战略文化”与“战略表现”（或“战略情

境”）的内涵。对于战略文化的研究不应苛求战略主体的行为总是与其战略文化

所预测的行为模式相符，因为某战略主体的战略文化为 A，并不意味着该战略主

体必然始终按照 A 来行事，而是意味着当其战略行为偏离 A 时，则会主动或被

动地向 A回归，这是对“长期稳定存在”的理性理解。 

 突破“战”与“和”的传统战略文化研究边界并不意味着彻底脱离“战”

“和”问题讨论战略文化，而是要把“战”与“和”的思想体系放在正确的问题

层次中加以研究。尽管前人的研究中也有试图突破“战”“和”框架对战略文化

进行全新诠释的尝试，但这些研究或者完全脱离了“战”“和”问题，导致战略

文化被扩大为政治文化，甚至文化本身；或者试图融合“战”与“和”两种思想

体系，但无论是物理式还是化学式的融合，最后都只能无功而返，因为“战”与

“和”在思想体系的内容方面针锋相对，无法进行有机结合，尤其不可能被融为
                                                             
①

 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②

 稳定的战略行为模式是稳定的战略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 
③

 David M. Lampton, “Following the Leader——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18-33. 
④

 李晓燕：《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载《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第 90-91 页。 
⑤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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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静态的思想体系。本文突破战略文化传统内容边界的方式是明确“战”“和”

思想体系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并且在对战略文化的新诠释中解释这种地位的合

理性，这既保证了问题研究仍在战略文化范围内，又对传统的战略文化内容框架

实现了突破。 

（二）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 

江忆恩认为，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是备战文化，和解文化在大战略中只是符

号性存在，而“符号性战略文化不会对战略选择产生影响”。①他取材《武经七书》，

结合中国明代中期的大战略选择，论证了中国的战略文化主要反映在以备战范式

主导的大战略偏好排序中。江忆恩还总结了这种备战文化范式假定：“冲突是人

类事务的永恒特征；冲突主要是由于敌人的贪婪与险恶本性造成的；在这种零和

背景下，使用暴力对付敌人是非常有效的。这些假定通常也会转化为一种战略偏

好排序。其中，进攻战略最受青睐，其次是较低强制性的战略，而和解战略只是

最后的选择。”②  

与江忆恩的研究相呼应的理论探索来自克里斯多弗·特沃尼（Christopher 

P·Twomey）。他基本认可江忆恩的大战略偏好说，但也认为一种战略文化中未必

包含一种主题，而且“不同的主题未必彼此冲突，也许多个主题在某一个具体问

题上共同塑造了中国的行为”。③尽管他对江忆恩的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提出了少

许质疑，但在描述中国战略文化的其他内容时，却充分暗示了中国的“主战”倾

向，比如，“将自身置于有等级国际秩序的顶端”，④“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使用强

制手段”，⑤“使用武力先发制人”⑥等。 

但是，大多数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都认为它是一种和平文化。冯惠云认

为，孔子所强调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存在方式。他指出，“孔子文化的影

响深入教育体系、官员任命、官僚机构、管理原则、社会关系、军事事务，乃至

国际关系”，⑦并认为与此相悖的存在方式在中华文明语境内难以想象。 李蜀人

                                                             
①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68 页。 
②

 同上，第 240 页。 
③

 Christopher P. Twomey,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s: Survey and Critique”, Comparative Strategic Cultures 

Curriculum（report prepared for 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Oct. 31
st 

2006, p.5.  
④

 Ibid. p.8. 
⑤

 Ibid. p.10. 
⑥

 Ibid. p.11.  
⑦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Routledge, 2007, p.21. 



6 
 

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方向，他认为，主张和谐的儒家和道家的形而上思想是中

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主流，这就为“主和”思想体系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哲学基础，

并为中国的战略价值观倾向正本清源。①此外，虽然宫玉振认为“儒家的追求与

智慧并不构成中国战略文化的全部。相反，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乃至墨家，

都参与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构成”，②但他仍然认为，“主和”的道德主义是中国战

略文化的基本性格，并据此指出了泛道德主义给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打上的烙印。

③张锋也认为，“孔子文化中所包含的不同于功利主义理性的关系理性是东亚地区

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④他同样以明朝为经验蓝本，观察了洪武和永乐年间

明朝对朝鲜、日本和蒙古的大战略演变过程，基本论证了孔子文化（“主和”文

化）至少和孙子文化（“主战”文化）同样真实存在且影响巨大。罗斯塔·得里

奥斯指出，中国战略文化从历史传统中的继承多于从现代社会的汲取，而中国的

历史传统又是以防御性和道德性为主要特征的。⑤李少军更是以“和合文化”概

括了“主和”思想体系的内容，他认为，“‘和合’属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道德

范畴……‘和合’概念就社会秩序而言的基本内涵就是认可世界的和谐本质，倡

导以和平与合作的精神建构和睦的社会关系”。⑥  

从学理角度讲，这两派学者过程规范而结果迥异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事实上完

成了对彼此结论的相互证伪。择取某一学派，或者某一段中国历史对中国战略

心理或历史全貌进行揣测的行为必然难以得其要领。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有

必要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语境下的“战”“和”思维，进而抽象出两种思维方式

背后的共同习惯，如此才能超脱战略选项，发现中国大战略中更为深刻的、长期

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 

 

二、 对“战”“和”思维的近距离观察和“镜子”思维的发现 

（一）对“战”“和”思维的近距离观察  

一种战略思维至少要具备“行为依据”、“行为途径”与“行为目的”三个基

                                                             
①

 李蜀人：《中西形而上学之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6 页。 
②

 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6 页。 
③

 同上，第 104 页。 
④

 Feng Zhang, “Chinese Hegemony——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 
⑤

 Rosita.Dellios, “Modern Chinese Defense Strategy——Present Developments, Future Directions”, St. Martin’s 
Press, 1990, p.3. 
⑥

 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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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素。如果一种战略思维可以被称为战略文化，其内容必须在这三个方面长期

且全面地压制与之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战略思维的源头产生于先秦诸子时期，

“这一时期被称为百家争鸣，所有流派都在探讨如何终止无休止战争，如何提高

统治者的战略水平，以及如何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①后世中国战略思想的演变

基本没有超出先秦时期的战略文化影响范畴，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

身份产生，这一身份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②从战略学角度而言，先秦诸子大体

可以被归入“实力王国”和“道德王国”两个思想群体，且分别代表了“主战”

和“主和”两种战略思维。本文对这两种战略思维进行近距离观察，目的有二：

一是证明这两种几乎同时诞生的战略思维的体系性和重要性相当，不存在压制

与被压制的关系，因此，“战”与“和”都不应从学理层面被视为战略文化。二

是通过详细考察这两种战略思维，为发现其背后的共同思维模式打下基础。 

入围观察对象的先秦诸子学说必须至少满足三个条件：（1）关注战略议题而

非人生议题（如治学态度、人生信仰等）；（2）与其他诸子学说产生过理论或实

践中的交锋互动；（3）曾经在中国历史现实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满足以上三

个入围条件的学者或政治人物被限于由九人组成的中国战略思想的创始人。③这

九人包括实力王国的孙子、吴子、商鞅、鬼谷子、韩非子；以及道德王国的孔子、

老子、孟子、墨子。 

1.“以战为常”的“主战”思维 

首先，实力王国的成员共同提出了“人性恶”的基本假定。吴子认为，“凡

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④所

谓“兵之所起”就是战争出现的原因，即基于人性对于名、利、仇、位以及稀缺

资源的争夺，它以人性中恶的稳定性界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商鞅认为，如果

百姓没有法令约束就会放纵作乱，⑤如果让利益相同的人相互监督，就会相互掩

蔽；⑥如果没有惩罚措施束缚，国民就会不停做坏事；⑦如果可以不为国作战就能

                                                             
①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Routledge, 2007, p.18. 
②

 Ibid. 
③ 提出这三个条件是为了尽量规避某些尽管影响巨大但并不以战略问题为关注对象（比如阴阳家的邹衍，

农家的许行，医家的扁鹊，道家的庄子等），或虽然关注战略问题但并没有提出系统思想的人物及其学说（比

如名家的邓析、公孙龙，计然家的李悝、蔡泽，儒家的荀子等）。 
④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编）：《<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1 页。 
⑤

 《商君书·弱民第二十》，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70 页。 
⑥

 同上，《禁使第二十四》，第 192 页。 
⑦

 同上，《画策第十八》，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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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赏赐，就不会有人为国作战……①这些观点都直接指向了人的劣根性，并且

认为除了对抗性的严刑峻法，无可约束。韩非子更是对人性彻底绝望，他指出的

“八奸”“五蠹”几乎把君王所有的亲近之人，以及社会上的各种角色都描述成

了离开君权束缚便会犯上作乱的恶党；非唯如此，他对君主的人性同样缺乏信心。

②孙子始终防范将领与士兵出现对抗性关系，他认为“吏弱卒强”，“吏强卒弱”，

将领暴怒而不吝惜士兵生命，将领无威而士兵各行其是等现象都会在缺乏管制的

情况下随时出现，③这暗示了人性在自然状态下的盲动。鬼谷子更是主张利用人

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爱名等，“往而极其欲”，“往而极其恶”，④进而展开

游说。实力王国的假定核心不仅在于“人性是恶的”，更在于对于改变恶的人性

没有信心，因此只能采取约束或消灭等对抗性方式严阵以待，并利用敌人的人性

之恶展开物理或心理攻势。 

其次，基于人性本恶，实力王国的核心实践在于提高实力积累的效率。商

鞅的实力积累方案最为系统，他认为，要使国家迅速强大，就要有效组织静态资

源，使之以最高效率形成战力。⑤韩非子主要关注君权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仍

是国家实力的积累方案，他强调，君权集中后，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是水到渠成

的。⑥吴子的国家实力积累方案类似于商鞅，他同样认为，优秀的实力组织方式

可以反作用于实力的增长。⑦相较之下，孙子和鬼谷子的实力学说主要从反面防

止实力过快消耗。孙子提出的实力积累方式是要防止过分消耗硬实力，他赞成“抓

住时机，一击而中”的作战方式。⑧鬼谷子提出了十四种观察和掌握人心的方式，

以及外交策士的九种培养方向，其目的也是减少硬实力消耗。实力王国的绝大部

分成员都主张将国内社会结构变成战时机制，简化一切以提高国内积累实力的效

率。 

最后，“主战”思想的政治目的是建立“军争”型国际秩序。军争秩序主要

包括两层内涵：一是维持实力优势。在这一层次中，军争的内涵与西方现实主义

颇为相通，即通过维持相对实力优势确保国家安全。孙子预判战争胜负的标准就

                                                             
①

 同上，《错法第九》，第 95 页。 
②

 《韩非子·说难》，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58 页。 
③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编）：《<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 页。 
④

 《鬼谷子·揣篇第七》，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98 页。 
⑤

 《商君书·垦令第二》，中华书局 2009 年 10 月，第 11-16 页。 
⑥

 《韩非子·解老》，中华书局 2007 年 3 月，第 101 页。 
⑦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编）：《<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0 页。 
⑧

 同上，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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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综合实力的相对优劣，他主张详细对比考察双方战争条件指标，并“由此而知

胜负”。①鬼谷子提出的“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才能智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②

所谓“孰不如”已经明确表示他所关注的是己方和敌方的相对实力差距，而非一

方的绝对实力大小。商鞅的法治设计对于相对实力对比十分重视，主张根据相对

实力的状态决定是否作战以及如何作战，“敌尽不如，击之勿疑”。③韩非子主要

关注君主的集权问题，他要求君主相对于臣子以及其他周围亲密人员拥有绝对的

权力优势。④吴子认真分析了六国相对于魏国的优势和劣势，为魏国提出了发扬

“长板”，不在“短板”处与敌人作战的指导原则。⑤综上可见，在无政府国际结

构的驱使下，相对实力优势取代关系伦理倾向，成为实力王国成员的核心关注点。 

第二层内涵是完成兼并统治。实力王国的成员不认为身份认同可以被建立在

价值观的吸引之上，相反，他们将物理性统一视为身份认同的现实保证。因此，

在这一层次，“主战”思想比西方现实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不是西方式的“平衡实力”，而是东方式的“克成一统”。因此，实力王国的征服

是“征而并之”，而非仅仅是“攻而伐之”，这就决定了它需要在内部所做的实力

准备必须更为坚实，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以实力王国的成员不像西方现实主义学

者那样直接从发展军力、制定战术入手，而是普遍采取了内部变法的方式作为“克

成一统”的第一步。孙子在吴国变法，吴子在魏国、楚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

韩非的法治思想也在他死后指导着秦国的二次变法。即使是最不似内向主义的鬼

谷子也承认，无论对外战略如何成功，都只是为最后的实力决战做的外围铺垫，

外交不可能是解决兼并问题的最后一步。⑥ 

2.“以和为贵”的“主和”思维 

    首先，道德王国成员共同提出了“人性善”的假定。虽然只有孟子明确指出

“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⑦但是，孔子、老子和墨子也都各自直接或

间接认可这一假定。孔子的学说大部分属于“应然”式教导，⑧这些教导本身已

经隐含了“人可以被教导向善（仁）”这一逻辑前提，孟子解释为“求则得之，

                                                             
①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编）：《<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1 页。 
②

 《鬼谷子·忤合第六》，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91 页。 
③

 《商君书·战法第十》，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01 页。 
④

 《韩非子·主道》，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1-14 页。 
⑤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编）：《<武经七书>鉴赏》，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5-156 页。 
⑥

 《鬼谷子·捭阖第一》，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19-20 页。 
⑦

 《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9 页。 
⑧
 比如，治学应该“学而时习之”，做事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贵族应该“士不可以不弘

毅”，知识分子应该“贫而无怨，富而无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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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则失之”。①老子所谓的“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比“求则得之”性善论中的“性

善”的先验性更往前走了一步，把性善上升到了自然规律的高度。②墨子的性善

论在老子的“自然性善论”和孔孟的“修身性善论”之间更倾向于孔孟一端，他

提倡君主应为臣民做出兼爱非攻的表率作用，③可见他默认人（君主）可以修身

且（臣民）可以被教化。无论是“自然性善论”的必然性还是“修身性善论”的

可能性，都指向了“人性善”的基本假定。 

其次，对道德实践的本质是对他者权利的承认和分享。道德区间中从“不相

干扰”（老子）到“有差别爱”（孔子）到“无差别爱”（墨子）再到“舍己为人”

（孟子）的递进，本质上讲是承认和分享的权利由小到大的流动过程。“道德理

由为接受传统道德实践惯例这一选择提供了正当性，为改良道德实践惯例或引入

新的品行标准这一行为提供了正当性”。④一个国家要在对外授予权利的过程中减

少阻碍，就必须先在国内治理中授予社会和国民足够的权利，提高政府合法性，

这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对人性的信心所开展的教育过程，它希望国民能够内化“善

可生善”的逻辑。 

最后，“主和”思想的政治目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和利益，而是建立“非

攻”型国际秩序。这种价值秩序也至少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和平共处。这是“主

和”思想的道德底线，武力效用是否低下根本不在道德王国成员关心的范畴内，

因为在价值观上，他们无法接受如此剧烈的斗争方式；在功能上，他们认为武力

的使用既不能从根本上恢复秩序，也不可能长时间维持秩序。 

第二层内涵是互利关系。孔子、孟子和墨子的仁义兼爱，究其本质是对人际

和国际关系的关注，因为所有长久的“爱”都必然发生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之中。

仁义、兼爱都反对“对独立个体的爱”，甚至将这种“自爱”理解为因“私”而

产生的天下大乱的根源。他们认为，如果政治或者战略的着眼点是个体的“私利”、

“私情”、“私欲”而不是“关系”，那么天下就会陷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⑤“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⑥甚至“国家残亡，身为刑戮”⑦等悲惨境地。相比之

                                                             
①

 《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45 页。 
②

 《老子》，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23 页。 
③

 《墨子·兼爱（下）》，广州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5-116 页。 
④

 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刘振宇、孟永恒、魏书音、王合静、彭中礼、戈含风、华东旭译，商务

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65 页。 
⑤

 《论语·为政第二》，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9 页。 
⑥

 《孟子·梁惠王上》，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 页。 
⑦

 《墨子·所染》，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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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老子的视野更加广阔，他将天人视为一体，反对建立一系列干扰自然运行，

致使国家争斗的人为规则，①这就把关系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道”

和“器”融为一体。由于“道”本身没有冲突，因此，“器”内部的冲突也就没

有存在的合理性。 

 

表 “主战”与“主和”思维的系统性对比 

 起点（人性基础） 过程（实践途径） 终点（政治目的） 

“主战”思想 人性恶 提高效率 军争（维持优势、兼

并统治） 

“主和”思想 人性善 授予权利 非攻（和平共处、互

利关系） 

 

（二）“镜子”思维的发现  

尽管实力王国与道德王国基于不同的人性观和实践方式所确立的政治目的

不同，但是，它们的战略视野在由内转外的过程中，却存在极其类似的战略潜意

识。 

1.兼顾“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 

就获取战略资源的方式而言，两个王国的成员都倾向于使用内部积累而非

外部掠夺的方式获得战略资源。 

实力王国重点强调国内物质资源的迅速积累，但无论是集中权力，确立法度，

还是练就精兵，统一民心，“主战”思想都以内部治理而非外部掠夺作为积累实

力资源的出发点。道德王国重点强调国内道德习惯的养成和道德认可的内化。根

据“互不相扰—仁爱—兼爱—舍己为人”的道德区间，“主和”思想更加强调道

德的普适性以及家国天下的一体性。对于道德王国的成员而言，道德只存在“养

成”的问题，而不存在“使用”的问题。因此，授予权利的实践过程首先是使国

内民生得以改善，在国民广泛认可这种自身从中受益的实践之后，则不会对外向

的权利授予产生排斥心理，也是道德王国成员普遍认可和追求的示范效应——通

过被爱与爱人的良性互动，塑造一种深刻的价值认可。 

                                                             
①

 《老子》，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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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种战略思维等量、同时产生，中国战略文化在逻辑上没有动机刻意排

斥某一种战略思维所推崇的战略资源。中国战略文化形成之初便出现了“战”“和”

思维对立并存，其中既包括物质构成的实力资源，也包括认可构成的道德资源。

偏执于任何一种战略资源的积累都既不符合中国战略文化形成的背景，也不符合

中国面对多元战略对象而必须进行多种战略准备的历史现实。 

2.被动的反应策略 

在同时积累实力与道德两种战略资源的前提下，就使用战略资源的时机而言，

战略主体有四种逻辑方案：主动单独使用某一种战略资源；主动同时使用两种战

略资源；主动使用两种战略资源的某种固定排列组合形式；被动使用战略资源。

但是，就中国战略思维的形成背景而言，前三种形式皆不成立。 

    （1）主动单独使用某一种战略资源与上述战略资源积累的内在逻辑相矛盾。

由于两种思想体系等量并存且同步积累，在缺少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便没有主动

选择并使用某一种战略资源的依据和动机；如果主动使用某一种战略资源的意识

和动机存在，便不会同时积累两种战略资源，而这又与中国战略文化形成的现实

背景相悖。因此，在缺少明确依据的情况下，无论战略主体选择哪一种战略资源

主动行事，另一种战略资源所从属的战略思维都会通过国内民意的反对而对其进

行掣肘。 

（2）主动同时使用两种战略资源存在内容和操作层面的矛盾。由于“战”

“和”思想体系内容的对立性，无法严格对同一战略对象同时使用两种战略资源。

一是因为实力资源与道德资源所从属的战略逻辑不同，实现利益与实现价值的政

治目的在单位时间内往往相悖，战略规划容易陷入混乱；二是因为在操作层面，

战略视野有限的执行人员之间容易因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对立而形成巨大内耗，配

合失灵，进而导致战略规划无法落实推进。对于两种战略资源而言，有意识地同

时积累不等于可以在单位时间内同时主动使用，后者不具备可操作性。 

（3）主动使用两种战略资源的某种固定排列组合形式与战略互动的规律相

矛盾。如果中国战略文化以某种实力与道德的排列组合为显性且固定的行为模式，

则无法保证这种模式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战略互动中，不仅存在客观战术本身

对于战略方向的影响，也存在战略主体之间在主观世界中的相互建构。战略主体

无法保证实力资源的强制作用与道德资源的感化作用得以发挥的时间节点。且第

一种情况中的逻辑困境仍然存在：缺少决定首先选择使用某种战略资源的依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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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4）排除主动使用战略资源的三种情况，中国独特的战略资源储备格局决

定了其使用只能以被动的方式呈现。换言之，其使用战略资源的时机只能存在于

外部刺激出现之后，这不仅给使用某种战略资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使战略主

体的战略资源积累过程被迫停顿，转向战略资源的使用。 

3.同质、适度的反应原则 

（1）反应方式问题。在被动反应的前提下，战略主体有两种使用战略资源

的策略：一是差异化策略，二是同质化策略。 

差异化策略意味着对方“主和”则我方“主战”，对方“主战”则我方“主

和”。这种策略不利于维护国内发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有悖于国家安全和经

济发展的根本战略目的。如果对方“主和”，我方调动实力资源进行军争型战略

操作，则有可能打击对方的“主和”热情，甚至激发对方的“主战”倾向，被迫

自卫，使我方实力资源无谓消耗。如果对方“主战”，我方调动道德资源进行非

攻型战略操作，则有可能更加激励对方的“主战”热情，甚至兼并野心，使我方

陷入国际安全和国内合法性的双重险境。 

同质化策略（tit for tat）意味着以和对和，以战对战。这种策略既符合

道德认知，也符合利益考量。从道德认知的角度看，这种“以牙还牙”策略是一

种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连续表达，它不仅暗示“你如此对待别人，所以别人会如此

对你”，而且以允许报复的方式在事实上制止了报复。①同时，它也符合对等、公

平的社会规则，以及因果、往来的认知习惯。从利益考量的角度看，以牙还牙策

略是进化博弈理论中推动“选择”与防范“突变”的重要因素，“选择是一种不

断试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和模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适应性且是不断改进的”。

②在这样多次重复博弈的战略互动中，“以牙还牙赢得竞赛不是靠打击对方，而是

靠从对方引出使双方有好处的行为，坚持引出使双方有利的结果”。③ 

（2）反应的程度问题。在“主战”或“主和”的战略操作过程中，战略主

体必须明确反应的程度边界以避免过多消耗实力或道德资源。因为无论军争秩序

还是非攻秩序，“秩序”本身是它们共同的目的，不以牺牲“秩序”来实现军争

                                                             
①

 鲁边·阿普列相：《以牙还牙报复法和黄金法则——对相关背景的批判性分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 5 月，第 13-17 页。 
②

 易余胤、刘汉民：《经济研究中的演化博弈理论》，载《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 年 8 月，第 10 页。 
③

 冯志峰：《博弈论模型：一个政治科学化的解释框架》，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 年 3 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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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攻是不言而喻的铁则。在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之后，避免主

战逻辑导致战略透支以及主和逻辑导致战略闲置，是秩序得以建立的题中之义。 

至此，中国语境下“战”与“和”两种战略思维共建或共享的思维模式得以

呈现——在无政府状态下，战略主体同时积累实力和道德两种战略资源；其他战

略主体的“主战”或“主和”行为是战略主体调动战略资源进行战略“反应”的

依据；在使用同质战略资源进行反应的过程中，要对“反应”程度进行控制，以

保证国内发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全面积累—被动反应—同质适度”的

思维模式与镜像反射颇为相似，因此，可将这种体现中国战略文化所依托的思

维模式称为“镜子”思维。 

（三）战略文化的惩罚作用  

战略文化是战略主体稳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从战略主体的历史中任意截取

一段进行观察，应该都能够观察到这种模式的存在，或者与此模式相悖的行为受

到惩罚。在“全面积累—被动反应—同质适度”的战略模式中，与“镜子”思

维相悖的情况包括：失衡的战略资源积累；主动的战略资源使用；异质或过度

的战略反应。对于这三种背离情况，中国战略文化通常会以国内失序的方式对

战略主体进行惩罚。 

1．“主战”思维的战略透支陷阱 

如果中国偏执于积累实力资源而忽视道德资源，片面追求经济乃至军事优势，

就会踏入“唯优势”主义陷阱。“唯优势”主义的受害妄想通常会使国家在客观

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追求经济、军事优势以维持安全感，造成资源浪费和民生受损。 

如果中国主动使用实力资源追求实现军争秩序，以追求激情为目的主动使用

实力资源，进而在不断验证其权力有效性的过程中使实力积累消耗殆尽，则会踏

入“唯权力”主义陷阱。物质实力的使用即为权力产生的过程，而可以强迫他国

“为其所不愿为”的权力运用则是满足激情的最佳方式。伴随着激情快感而来的

是对失去满足激情能力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会促使战略主体不断使用权力，来

向自己证明其权力依然有效。 

如果中国对于外来实力刺激反应过度，在无限统一国内一切指标的基础上，

进行过度的军事反击，则会踏入“唯物质”主义陷阱。实力来自统一，而统一的

方向是物质实力，“唯物质”主义会倾向于取缔物质实力以外的其他国家发展衡

量指标。“军力至上，不论其余”是“唯物质”主义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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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和”思维的战略闲置陷阱 

    如果中国偏执于积累道德资源而忽视实力资源，片面强调道德感化和过程正

义，则会踏入“反物质”主义陷阱。“反物质”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物质力量强

制作用的否认。“主和”思维认为人心可以也应该被改良，若这种认知走向极端

状态，则会得出“仁者无敌”式的草率结论。 

如果中国主动使用道德资源追求实现非攻秩序，过度进行无回报或低回报的

利益输出，则会踏入“反利己”主义陷阱。在此状态下，国家会主动寻求利益输

出，开展“利他”战略。“主动利他且反对利己”会在客观上造成人我之间此消

彼长式的实力差距扩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主和”思想实现其政治目的的

可能性，甚至会刺激他国的军争思维。 

如果中国对于外来道德刺激反应过度，陷入道德性自我陶醉，在战略反应中

将价值实现置于利益实现之前，则会踏入“反利益”主义陷阱。在“亦曰仁义而

已矣，何必曰利”①的思维方式下，国家战略设计之初，其目的便是在理念中追

求价值目标。既然没有对利益（尤其是相对收益）的刻意追求，便也没有对利益

损失的戒备怨愤，这将会造成对战略执行中利益损失的麻木。 

    3.战略文化的惩罚方式 

战略透支和战略闲置是破坏国内秩序的两种形式，它们都会因违背国人潜意

识中的稳定思维模式而受到来自战略文化的惩罚。这种惩罚作用分为三个阶段导

致国家陷入不可逆的失序状态： 

第一阶段是国家实力和利益严重受损。在战略透支下，国家无限制地以统一

的方式实现高效实力积累，并对外使用实力，极易出现入不敷出，甚至穷兵黩武

等阶段性不良反应。而在战略闲置下，国家轻视物质，淡化利益，甚至主动贡献

他国（选择权或实际利益），以求满足价值观标准，这也会使国家利益流失，民

心不附。 

第二阶段是政府合法性下降。随着实力和利益损失的增加，如果没有战略调

整，国内社会对于中央政府的不满和质疑会日益上升。在战略透支下，政府和社

会严重的对立关系起自决策层对民间资源的剥削式压榨，无限合并与统一各类标

准势必要牺牲社会个体的诸多福利，物质实力积累的效率无限提高也就意味着国

                                                             
①

 《孟子·梁惠王上》，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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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反抗倾向无限上升。而在战略闲置下，国人通常无法忍受决策层任意挥霍国

家利益，国家从“互不相扰”到“舍己为人”的道德区间其实也是利益损从小到

大的区间。而“在危机程度最深刻的时候，对于决策者或者决策集团而言，最迫

切需要合法性声誉稳定大众，其他声誉不再有任何实际作用”。① 

第三阶段是国家发展潜力和恢复能力崩溃。无论是出于战略透支还是战略闲

置，如果其内忧外困的状态在时间上长期持续，则会伤及国家元气，使其恢复实

力与合法性的能力逐渐丧失。在战略文化的惩罚作用下，最坏的情况并非问题恶

化，而是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任其加速滑向国家失序和战略失败。 

 
图 1 战略文化惩罚机制示意图 

 

此处需要强调五点：第一，战略资源积累和使用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而

不是所有国内成员。“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意志，而其他公共权威以及地

方政府是无法代表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②因此，以中央政府为战略主体，则

战略对象既包括国外权力中心，也包括国内民众。 

第二，“镜子”思维是中国的战略文化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行为始终

符合这一思维模式，而是强调如果战略主体的战略行为与此思维相悖，则难以

实现战略目的，乃至因失去民心而遭到惩罚。正如“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

主流趋势，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分裂时期，而是说如果中国分裂，则民心会

期待国家的再次统一，而这种稳定期待又会影响决策者的目标制定与战略手段。

因此，决策者或者决策集团固然可以背离“镜子”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欲为，

但也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①

 Douglas M. Gibler,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June, 2008, p.428. 
②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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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符合“镜子”思维的行动并不是实现中国大战略目标的决定变量，

而是积极变量。“符合本国战略文化”的行为对于实现战略目标未必“有效”，却

大体“有益”，“符合本国战略文化”的行为能更多地减少行动摩擦，使其他原因

作用下未必甚好的结果不至于更坏。但不符合“镜子”思维的行为却一定会导致

“无效”。正如新现实主义认为的，即使一个国家注重国际格局的权力均衡，未

必一定能够维护国家的外部安全；但是如果不注重，甚至有意破坏国际权力均衡，

则必然会将本国置于某种危险境地。 

第四，在缺少外部刺激的情况下，“镜子”思维要求国家持续积累战略资源，

这不能被等同于战略闲置。因为在全面积累战略资源的过程中，国家未必会出现

战略闲置所必备的对客观对抗性形势丧失认知能力或认知意愿，也未必出现主动

让利。中国历史上多次进行过“韬光养晦”，但这并不等于贯穿于战略资源积累

和使用的战略闲置。 

第五，授予国民权利，使民间经济得以恢复不能等同于国家实力资源的积

累。宽刑薄赋使财富聚于民间而非政府，如果中央政府要从民间汲取和使用财富，

则需要通过“主战”思维中提高物质实力积累效率的各种政策杠杆实现，而一旦

开始使用这些政策杠杆，则变予为取，变“主和”思维的道德逻辑为“主战”思

维的实力逻辑。即使授予权利的方式有助于国内财富的增长，也仅仅属于道德思

维的附加效果，且不必然等于中央政府实力资源的增加（甚至持续减免赋税），

至少不必然等于中央政府使用实力资源能力的上升。 

 

三、 案例研究：西汉与北宋的诠释研究 

（一）假设的提出与案例选择 

上文已经在本质上提出了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两点假设。假设一是：符合“镜

子”思维的战略行为会得到国内的支持，表现为战略主体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

（而非必然实现）国内发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假设二是：偏离“镜子”思

维的战略行为会丧失国内支持，表现为一定时间内，战略主体必然丧失国家发

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本文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新诠释建立起了“与‘镜子’

思维的相符程度”这一自变量与“国内发展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程度”这一因

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 



18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验证上述假设，验证“镜子”思维是否，以及如何作

用于中国战略操作。下文将以西汉和北宋作为案例对“镜子”思维的存在和作用

方式进行验证和说明。西汉和北宋“战”“和”更迭频繁，国力相差悬殊，时间

相距遥远，是符合本文观察目的的优质样本。 

（二）案例一：大一统的西汉 

西汉王朝的十二位最高统治者共走过七个完整的战略循环，其中与“镜子”

思维相符的时期，西汉呈现出了有序、发展的状态；反之，则依次出现了国内失

序的三个阶段。 

1. 汉高祖立国 

（1）兼顾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在平定中原地区之后，根据“主和”逻辑，高祖

致力于授予国民各类政治、经济权利；
①
甚至持续改革货币制度，实行“令民铸钱”。

②
但与

此同时，根据“主战”逻辑，高祖致力于集中权力（这是中央政府提高物质资源积累效率的

前提，也是“主战”逻辑中法家思想的核心），坚决立法、护法，
③
削弱外臣权力。

④
 

（2）对匈奴的同质、适度反击。高祖时期并未出现主动对外使用实力或道

德资源的现象，但出现了对匈奴骚扰的反击行动。“秋九月，匈奴围韩王信于马

邑，信降匈奴”，韩王信部将收拢散兵，并“与匈奴共距汉”。⑤但在匈奴威胁解

除之后，高祖随即中止反应，并未深入追击。⑥汉朝政权在“镜子”思维中得以

巩固。 

2. 汉惠帝及吕后专政时期的“软骨”政治 

（1）以德为主的战略资源积累。惠帝即位后大范围免除民间刑罚，减免田租，大

赦天下，赏赐民爵。
⑦
这些措施对于增强民间的道德认同与提高政府威信大有裨益。但其勇

于“授予权利”的行政风格也激发了吕后对于最高权力的觊觎和争夺。
⑧
但是，吕后主政之

后延续了这种道德逻辑主导的国家大战略，赏赐民爵，大赦天下，对吕姓外戚大量封侯。
⑨

这不仅刺激了国内分裂势力的膨胀，乃至出现了“南粤王尉佗自称南武帝”
⑩
之类的严重后

果。“地方叛乱可以被视为对中央权威的直接否认。”
11

 

（2）反应错位与战略闲置。惠帝和吕后时期是匈奴入侵开始活跃的时期，

匈奴接连入侵，甚至给吕后写信，称“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3 页。 
②

 曾维华、王冕：《论刘邦的货币改革》，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106 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5 页。 
④

 同上，第 15-19 页。 
⑤

 同上，第 15 页。 
⑥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638 页。 
⑦

 同上，第 21-22 页。 
⑧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85 页。 
⑨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23 页。 
⑩

 同上。 
11

 Zhang Han, “The Research on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Law in Han Dynasty of China”, Portes, Revista 
Mexicana de Estudios Sobre la Cuenca del Pacifico, Vol.8, Julio. Diciembre, 2014,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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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①这种行为是对汉朝十分严重的侮辱。汉朝不仅没有反击，吕后甚至回书，

称“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②进而献马和亲。

③惠帝和吕后时期的对匈奴的反应不仅进一步刺激了匈奴在后来对汉朝进行了更

大规模的入侵，而且刺激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乱。④ 

3. 汉文帝时期向“镜子”思维的回归 

（1）兼顾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文帝即位的过程也是按照实力逻辑回收国家权力

的过程。一是解除诸吕官职；二是平定地方叛乱；三是分封心腹之人为新诸侯；
⑤
四是分裂

旧诸侯势力。
⑥
这些加强中央权力的措施是提高权力积累效率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帝并没

有忽视积累道德资源：在经济方面，他建立了老年人福利保障制度。
⑦
在政治方面，他广开

言路，下令“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⑧
这些授予权利的措施使汉朝在吕后之乱后很

快实现了“海内殷富，怀于礼义”的大治局面。 

（2）被动且适度的对匈反击。在战略资源恢复平衡积累模式的背景下，文

帝不存在主动对外使用战略资源的行为。在匈奴入侵北地时，文帝既没有放任匈

奴寇掠而走，也没有过度反击，而是在匈奴撤军后驻军防守。⑨而当匈奴和亲时，

文帝“俱弃细过”，⑩以德报德。然而，即使是和亲之后，匈奴侵入上郡和云中时，

文帝毫不手软地派遣六路大军防守反击。11这些战略行动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同

质反应和自我控制特征，“文景之治”从此开始。 

4. 汉景帝时期的“无为”与衰退 

（1）兼顾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景帝大体继承了文帝“加强集权、与民生息”的

内政思路。在加强集权方面，景帝削弱诸侯权力，坚决消灭敢于反抗的七国诸侯，
12
更换太

子，防止外戚干政。
13
在与民生息方面，景帝在灾年宽赦天下，减免田租。

14
同时，明确法

令度量，严惩官吏贿赂枉法，确保民间司法正义。
15
这是在文帝授予国民言论权利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的权利授予——通过整肃吏治使民得益。 

（2）主动使用道德资源与反应缺失。景帝存在主动使用道德资源的情况，

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多次主动与匈奴和亲，大大刺激了匈奴的军争野心，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923 页。 
②

 同上，第 924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24 页。 
⑤

 同上，第 27-28 页。 
⑥

 袁礼华、宋恺明：《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第 118 页。 
⑦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28 页。 
⑧

 同上，第 29 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第 32 页。 
11

 同上。 
12

 徐天麟：《西汉会要》，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50 页。 
1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6 页。 
14

 同上，第 34 页。 
15

 同上，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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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即多次入侵边境，①这完全符合“镜子”思维否定主动使用战略资源的原理。

而在匈奴主动进犯的情况下，景帝出现了反应缺位，除个别将军自发抵抗，基本

都采取了等待匈奴自退的方式应对。②这种反应缺位与“镜子”思维的反应模式

明显不符，是一种变相的“反利益”主义，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持续上升。 

5. 汉武帝时期的“秦政” 

（1）以力为主的战略资源积累。终武帝一朝，实力资源始终是国家战略资源积累

的主要方向。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
③
“行半两钱”，

④
推行货币

统一；继而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权力，
⑤
实现全国政令统一。民间财富开始源源不断

供给中央，国家实力资源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纵观武帝一朝，绝少出台与民政治

权利之类的政策措施。
⑥

 

（2）过度反击与战略透支。尽管武帝一朝的资源积累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

况，却始终坚持被动反应，这是为诸多相关研究所忽略的一点。⑦但在历次反击

中，汉朝大都出现了过度反击的问题。武帝一直本着“彻底灭亡匈奴”而不是“解

除即时威胁”的思路运筹战略。他经常在可以依靠地方军备抵御匈奴的情况下调

动大军出击，甚至在边境基本安全的情况下持续大规模反击。⑧在此过程中，对

于一些可以安抚的西域国家（比如大宛）也经常使用武力手段加以胁迫。⑨同时，

武帝近乎涸泽而渔地集中国内实力资源，导致民生凋敝，国家财政甚至出现了不

得不通过破坏司法保持运转的地步。⑩ 

6. 汉昭帝与汉宣帝时期的战略修复 

（1）兼顾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昭帝主要在霍光、桑弘羊等重臣辅政之下治国，

开始改变武帝时期以实力资源积累为主的“秦政”。昭帝大量免除农民田租、刑罚并大赦天

下；奖励“行义”的百姓和官员。
11
同时，诛杀试图谋反的长公主、燕王旦、上官桀、桑弘

羊等。
12
宣帝时期的战略资源积累模式与昭帝时期类似，减免租税更为频繁，灾年免除租赋

                                                             
①

 同上，第 36-38 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99-100 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39 页。 
④

 同上，第 40 页。 
⑤

 孙景坛：《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第 33 页。 
⑥

 Mark Csikszentmihalyi, Readings in Han Chinese Thought,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6, p.38. 
⑦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0-47 页。 

⑧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载《清华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11 页。 

⑨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9 页。 

⑩
 同上，第 50 页。 

11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54-56 页。 

12
 同上，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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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常例，出台多项政策打击土地兼并，甚至把国家苑囿借给贫民耕种。
①
但楚王试图谋反

夺权，则坚决镇压。
②
汉朝中央政府合法性稳步提高，权力稳定，经济复苏，史称“昭宣中

兴”。 

（2）被动且适度的对外反应。昭帝时期，“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汉朝

“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汉朝没有如武帝一般

举全国之力反击。“冬，辽东乌桓反”，汉朝也只是“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

将北边七郡郡两千骑击之”而已。④宣帝时期则分别调动两种战略资源应对同质

的外来刺激。在“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的情况下，汉朝派兵保护乌孙，击

败匈奴，随后即主动退兵，且免除郡国租赋。⑤但在“匈奴呼遬累单于帅众来降”

的情况下，汉朝不仅对降者封侯，而且“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⑥这

种“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反应策略使汉朝在不示软弱的情况下激励了匈奴更

多的友好行为。⑦ 

7. 汉元帝之后的实力流散与西汉覆灭 

（1）以德为主的战略资源积累。从元帝即位到王莽篡汉之前，汉朝四代皇

帝无一例外进行了片面授予权利的战略资源积累。汉朝的内政模式陷入了“纯德

教”的“周政”状态，最终也和周朝一样在中央权力沦丧中灭亡。 

元帝继位之后过分宽仁，中央政府权力迅速分散，并由此产生了两个严重后

果：一是宦官开始干政，⑧二是地方权力坐大。⑨成帝继位后更进一步加强德政，

使得中央权力又从宦官转移至外戚手中，⑩这是后来王莽得以篡权成功的先决条

件之一。哀帝在位时期较短，但是，政府合法性开始在民间下降，“关东民传行

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11政府已经无能为力。平帝九岁登基，“大

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12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哀、平两朝汉室在地方

和中央的合法性均已荡然无存，国内失序进入不可逆期。及至王莽篡位，汉朝战

                                                             
①

 高福顺：《论昭宣时期的拨乱反正政策》，载《长白学刊》2003 年第 2 期，第 77 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59-64 页。 
③

 同上，第 53 页。 
④

 同上，第 56 页。 
⑤

 同上，第 60 页。 
⑥

 同上，第 66 页。 
⑦

 同上，第 66-67 页。 
⑧

 同上，第 914 页。 
⑨

 同上，第 70 页。 
⑩

 同上，第 76 页。 
11

 同上，第 87 页。 
12

 同上，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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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恢复能力崩溃，其大战略失败与王朝覆灭同步进行。 

（2）尽管在战略资源积累中，西汉的最后四代皇帝因失衡于德而导致雪崩

式的权力失控，但在汉宣帝基本解决匈奴问题之后，西汉基本没有出现过其前半

程所面对的外部刺激。 

表 2 西汉大战略评估示意表 

 兼顾德力的战

略资源积累 

被动的反应策

略 

同质、适度的

反应操作 

战略效果 

汉高祖 √ √ √ 稳定立国 

汉惠帝、吕后 × × × 战略闲置， 

边患日重 

汉文帝 √ √ √ “文景之治”

开始 

汉景帝 √ × × 战略闲置， 

“文景之治”

结束 

汉武帝 × √ × 战略透支， 

统治危机严重 

汉昭帝、汉宣

帝 

√ √ √ “昭宣中兴” 

汉元帝、汉成

帝、汉哀帝、

汉平帝 

× × √ 战略闲置， 

西汉灭亡 

 

（三）案例二：准分裂时期的北宋 

北宋王朝的十位最高统治者共走过六个完整的战略循环，其中，历代最高统

治者几乎都没有按照“镜子”思维行事的战略行为，国家始终徘徊在国内失序的

前两个阶段。北宋之所以可以延续百余年，一是因为“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

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①二是因为战略摆荡幅度较大，使国

民对中央政府战略调整的效果抱有一定幻想。 

1.宋太祖与宋太宗时期的严重战略透支 

（1）以力为主的战略资源积累。太祖创建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强化中央集权以提高国

家实力积累效率。太祖由远及近收回所有兵权，将地方节度使权力削减至仅能维持地方运转

的最低限度，且设参政知事、枢密使、三司使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他还在地方设转运使，

                                                             
①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7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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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方财政转入中央。以此为开端，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形成了“强干弱枝”、“权在中央”

的国内权力格局。
①
太宗即位后执行了与太祖时期相仿的内政方针，先是在即位后迅速剪除

太祖后人，稳固朝局。
②
而后大大完善了科举制度，“不但增加科举录取名额，而且对被录

取者从优授官，升迁迅速”。
③
他还在边地战乱频繁的地区推行营田和屯田，最大效率地使

用士兵作为农业劳动力，部分解决了前线军需。
④

 

（2）主动使用实力资源。宋朝前两任皇帝都致力于主动使用军事手段削平

南方割据政权，⑤在此过程中，基本没有采用任何道德感化甚至谈判方式。在进

攻北汉的过程中，太祖遭遇了同样秉承“主战”逻辑的辽国，损失惨重。⑥这种

“唯权力”主义的拉锯战大量消耗了宋朝自后周以来积累的实力资源，期间释放

出的谈判信号也只是权宜之计。⑦至太宗时期，对实力资源的主动使用达到高潮。

太宗多次主动征讨这些地区试图实现兼并。⑧甚至在辽主动求和的情况下，太宗

回答“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⑨于是战火再

起，此后太宗不间断地多次进攻契丹。⑩ 

太祖和太宗在“唯优势”主义与“唯权力”主义的支配下使宋朝陷入了严重

的战略透支。一是战场上败多胜少，物质损失惨重；11二是中央政府合法性地位

下降，受到来自军中、民间和属国的三重挑战。12 

2. 宋真宗时期的“矫枉过正” 

（1）以德主的战略资源积累。尽管真宗没有过多改变前代皇帝留下的制度，

但他已经开始注重以授予权利取代提高效率。真宗不仅大量免除债务和赋税，赠

送民间大量财物和粮食，而且对外与多国建立友好关系。13但是，真宗忽视了当

时事实上已经十分恶劣的周边环境，主动裁减兵员，14致使军队战力下降，这就

使国家在“反物质”主义作用下蒙受了新一轮实力和利益损失。尤其西夏不断骚

扰边境，战事频起，灵州、凉州等大片国土在很短的时间内沦陷。15  

（2）过度的战略反馈。尽管真宗时期宋朝的大部分作战均属边境自卫反击，

16但对西夏和辽进行反应中，都出现了过度现象。西夏在长期作战后经济崩溃，

                                                             
①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23 页。 
②

 同上，第 24-27 页。 
③

 汪槐龄：《论宋太宗》，载《学术月刊》1986 年第 3 期，第 63 页。 
④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93 页。 
⑤

 李裕民：《宋太宗平北汉始末》，载《山西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第 86 页。 
⑥

 白滨、李锡厚：《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 页。 
⑦

 同上，第 46 页。 
⑧

 同上，第 58 页。 
⑨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 页。 
⑩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46 页。 
11

 田志光：《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以宋辽、宋夏间著名战役为例》，载《军事历史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第 104 页。 
12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36，86-87 页。 
13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55 页。 
14

 同上，第 61 页。 
15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9 页。 
16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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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宋臣服，真宗对西夏进行了除封赏以外的长期经济反馈；①而西夏却拒绝了宋

朝提出的实质性政治要求，宋竟然妥协。②与此情况类似，在对辽反击占有优势

的战场局势下，辽主动提出议和，“宋真宗求和心切，向曹利用表示虽每年输送

给辽银、绢总数百万亦可……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每年交给辽绢二十万、银十

万两”。③《澶渊之盟》就是宋朝在这种以小报大，甚至以德报怨的“反利益”主

义思想主导下签订的。 

真宗时期的战略闲置不仅出现了中央政府合法性的下降，④而且也激发了外

部强敌进一步的觊觎野心。⑤ 

3.宋仁宗以降三代统治者的战略透支 

（1）以提高实力积累效率为主题的国内改革。仁宗、英宗和神宗的内部改

革都是在中央集权未受挑战的情况下，直接针对提高中央政府从民间汲取财富效

率进行制度创新。在边境稍定后，仁宗开始启动以提高实力积累效率为目标的“庆

历新政”。新政领袖范仲淹主要推行“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

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⑥英宗在位仅五

年，未及大有作为。尽管如此，英宗还是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西北军备的措施，比

如恢复武举；从陕西民户中征兵甚至达到三丁抽一的比例。⑦神宗更是笃信实力

至上的“大有为”之君。他认为宋朝最大的问题并非战略透支，而是“不为之设

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未尝申斥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

⑧于是，他启用王安石等锐意进取的新大臣推行以提高实力积累效率为目的的全

国性改革，陆续颁行军争主义新法。⑨ 

（2）对“镜子”思维反应模式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偏离。仁宗对西夏进行了

过度反击。尽管西夏李元昊率先进攻宋朝，在庆历元年和庆历二年大规模发动侵

                                                             
①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0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84 页。 
④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 页。 
⑤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9 页；白滨、李锡厚：《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3 页。 
⑥

 江小夏：《庆历新政与北宋早期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 6 月，第 565 页。 
⑦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7 页。 
⑧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7 页。 
⑨
 均输法（综合梳理地方应交于中央财货数量），青苗法（政府贷款给农民），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

募役法（允许农忙人员招募人员替己服役），保甲法（编定地方保甲，防止盗贼），市易法（政府贷款给小

商人），方田均税法（重新核定全国土地），保马法（鼓励民间饲养战马），免行法（以税代役），将兵法（全

国设将，使兵将相知，提高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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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战争，①但在后来的战争中，李元昊陷入两面作战，于是多次遣使议和。在此

情况下，西夏的和平请求都被宋朝拒绝。②英宗在位时间过短，但是在外交方面

却有主动使用实力资源的迹象。在西夏称臣的情况下，英宗主动遣使谴责西夏多

次对宋违约用兵。③神宗即位后，开始主动使用军事力量，“西夏财政与兵力交困，

于是秉常乃遣人至延州同宋朝议和，再次提出以塞门、安远二砦换绥州，遭到宋

神宗拒绝”。④ 

    北宋中期三代皇帝的改革使宋朝陷入了开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战略透支。

一是实力受损远超前代，⑤二是国家长期积贫积弱与改革动荡使中央政府合法性

受到重大打击，国民、军人和地方豪强对于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普遍产生了怀疑

态度。⑥宋朝再次走向国内失序不可逆期的边缘。 

4. 高太后时期的战略闲置 

（1）废除提高实力积累效率的新法内容。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开始支持保

守派废除以“提高效率”实现“国富兵强”的新法措施。在此期间，免役法、保

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募役法、将兵法、青苗法相继或被废除，

或被改造，⑦变实力追求为道德追求。国内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高太后也因此被

称为“女中尧舜”。但是，高太后治下的宋朝只是改变了以实力主导的战略资源

积累，却没有拿出德力兼顾的新方案。 

（2）主动使用道德资源。高太后的对外战略中出现了主动授予权利的相关

实践。为了与西夏停战，高太后和一些保守派大臣主动将米脂、浮图、葭芦和安

疆四寨割让给西夏，与之修好。虽然很多朝中大臣坚决表示反对，但是最终难以

改变高太后的战略决策。⑧这种在相持状态下对西夏主动割让土地的行为意味着

“唯权力”主义被纠正，但是也出现了“反物质”主义和“反利己”主义的征兆。 

 5.宋哲宗时期的战略透支 

（1）以力主的战略资源积累。哲宗甫一即位，便开始恢复以提高实力积累

                                                             
①

 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4-77 页。 
②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9-190 页。 
③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9 页。 
④

 白滨、李锡厚：《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9 页。 
⑤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6-240 页；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9 页。 
⑥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96-199 页；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2-134 页。 
⑦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4-253 页。 
⑧

 同上，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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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一系列新法。“是岁，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类著其法，总为

一书，名《常平免役敕令》，颁之天下”，①并且连“教育、科举方面也恢复了神

宗时的制度”。② 

（2）主动使用实力资源。哲宗对于割地西夏深恶痛绝，产生了以实力恢复国

土的愿景。哲宗不仅停止了以授予权利交好西夏的战略，甚至还禁止了仁宗时期

开放的对夏民间贸易。③这一时期，宋夏交战十分频繁。④仅绍圣三年的六七月间，

宋军便十四次击退西夏军。⑤同时，哲宗战略中的“唯权力”主义加剧了这种对

抗，甚至在西夏因太后去世主动告哀并谢罪的情况下，哲宗仍然拒绝和议，继续

主动进攻。⑥ 

至此，宋朝战略透支再次出现。哲宗执政时期较短（七年），其间出现的国

内失序主要表现在实力消耗巨大。早在哲宗继位的前三年，宋朝君臣便开始在西

北采取“筑寨缓进”战略，但是事实证明该战略并无用处，在西夏骑兵的进攻下，

仅永乐之战中，宋方将士役夫死者即超过十万人。⑦哲宗时期，“宋军又在延边地

区修筑了平夏、灵平等数十个堡寨”，甚至按照“半山半川”的模式将堡垒连成

一片，⑧其实力消耗可想而知。 

6. 宋徽宗乱政与宋钦宗亡国 

（1）“涸泽而渔”地提高实力积累效率。徽宗疯狂收敛民间财富，加设田租，

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尤其是“花石纲”等项目，“一切都无偿地取用

与民户，以致地不得耕，农户有饿死、自杀，家破人亡”。⑨同样是提高实力积累

速度，但是徽宗没有确立“先富民，后取财”的正常方案，而是采取了野蛮争敛

的方式巧取豪夺，宋朝从仁宗开始的富民政策被亡民政策取代。 

（2）主动挥霍实力资源。在辽面临金的严重威胁时，马植向宋提出“联金灭

辽”，徽宗派人渡海至辽东与金国结盟，并且“约定金攻辽中京等地，宋攻燕京，

辽亡后，燕云归宋，宋将原给辽的岁币给金等，史称‘海上之盟’”。⑩与此同时，

                                                             
①

 同上，第 260 页。 
②

 同上，第 261 页。 
③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宋史（上）》，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 页。 
④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2 页。 
⑤

 同上，第 263 页。 
⑥

 同上，第 263-264 页。 
⑦

 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 页。 
⑧

 同上。 
⑨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1 页。 
⑩

 同上，第 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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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次讨伐西夏，向西拓边。① 

徽宗在激情驱动下热衷于建立的军争秩序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是宋朝实力资源被皇室娱乐与对外作战消耗殆尽。二是对于实力资源的横征暴

敛与肆意挥霍导致宋朝中央政府合法性濒临破产。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此起彼

伏。在对金作战失败后，宋朝丧失了山西、河北等大片国土，军心涣散，民怨鼎

沸，宋朝在一定时间内丧失了战略调整的实力与能力，国内失序陷入了不可逆状

态。徽宗却在此情况下将皇位传给钦宗。因此，钦宗时期的大战略在事实上已经

不具备考察意义。在宋朝丧失战略恢复能力之后，宋钦宗放弃了以实力改变局面

的努力，竭力求和，不但罢免主战派核心人物李纲，而且主动向金进行投降式的

乞和，②但仍不免亡国的命运。 

 

表 3 北宋大战略评估示意表 

 兼顾德力的

战略资源积

累 

被动的反

应策略 

同质、适度的

反应操作 

战略效果 

宋太祖、

宋太宗 

× × × 战略透支， 

国力大损 

宋真宗 × √ × 战略闲置， 

贡献岁币 

宋仁宗、

宋英宗、

宋神宗 

× × × 战略透支， 

民怨沸腾 

高太后 × × × 战略闲置， 

刺激外患 

宋哲宗 × × × 战略透支， 

统治危机严重 

宋徽宗、

宋钦宗 

× × × 战略透支， 

北宋灭亡 

 

至此，“中国大战略与‘镜子’思维的符合程度”与“国内发展的有序性和

可持续性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得以证明，中国战略文化的具体内容从理论

到经验得以诠释。 

在中国历史上偶尔也会出现按照“镜子”思维行事而依然实力、利益受损，

                                                             
①

 王德利、王鹏：《试论宋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载《黑龙江志史》2010 年 3 月，第 9-10 页。 
②

 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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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下降，甚至恢复能力崩溃的情况，比如南宋、南明以及清朝晚期的一些时

段。但需要强调的是，两国实力对等，战略才是力量；两国实力悬殊，力量就是

战略。正如一个三岁的孩童，无论具有如何高超的战略智慧，也不可能在搏击中

打败一个四十岁的壮年人。“冲突中的‘胜利’一词含义并没有严格的界定”，①如

果一个虚弱王朝在一定战略智慧之下使本该结束的国运得以延续片刻，这无疑也

是一种胜利。 

 

四、 “镜子”思维对当代中国的战略启示 

（一）中国战略环境的若干变化 

进入 2018 年之后，中国的战略环境已经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较为剧烈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义情绪唤起了世界各国更强烈的身份认同需要，②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兴

起，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特朗普在全球外交领域（包括贸易、气候、移民政策等

方面）推行反全球化政策等现象，③说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一定的曲折。2018 年

以来，逆全球化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阻碍作用也更加明显。“能够确定的是，逆全

球化潮流的始作俑者却往往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他们作为世界经济政治

等多方面的领导者，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将会更为恶劣，更加持久。”④中国则“将

遇到逆全球化浪潮和维持现有全球化格局，以及新全球化之间相互撞击的过程”。

⑤ 

2.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加速失衡。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是“接触加遏制”，

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奥巴马任期内，因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而被“遏制加接触”战略取代。⑥前者更注重通过“接触”对中国进行软性

改造，后者则更注重通过“遏制”对中国进行硬性阻断，但两者都承认“接触”

                                                             
①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 页。 
②

 Jamie Gruffydd-Jones, “Dangerous Days: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Interstate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4, 2017, p.702. 
③

 王隽毅：《逆全球化？特朗普的政策议程与全球治理的竞争性》，载《外交评论》2018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④

 廖晓明、刘晓锋：《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倾向的表现及其原因分析》，载《长白学刊》2018 年第 2 期，第 36

页。 
⑤

 冯宗宪：《“逆全球化”挑战与新全球化的机遇》，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1 期，第 7 页。 
⑥

 孙现朴：《从“接触加遏制”到“遏制加接触”——读<霸权的角逐：中国、美国及亚洲控制权之争>》，

载《美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5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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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遏制”都不可少。而自 2018 年以来，美国在经贸、高科技、企业准入等领

域高频度对中国发难，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奥巴马时期战

略遗产中的自由主义部分被抛弃，而现实主义部分被深化。①当下中美关系的问

题虽然体现在经济领域，但贸易战、科技战等冲突其实只是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具

体领域的反映。美国可以在自身也必然承受一定损失的情况下发动对华贸易战，

充分说明美国国内各方对于通过“接触”改变中国已经几乎丧失信心，并在一定

程度上就对华战略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②美国对华战略从持续 20年的“接触加

遏制”，到持续 10年的“遏制加接触”，再到近期的“遏制不接触”，失衡程度越

来越大，失衡速率越来越快。 

3.中国南部边疆压力上升。“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

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印太’概念，使这个原本被多国学者和智库讨论的学术概

念首次进入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话语体系。”③美国的“印太”战略是美国对于中国

崛起施加的地缘政治新障碍，其本质是希望在东起日本、西达印度的范围内，以

南海为重点，以同盟体系为依托，以边境冲突为常态，分散中国的崛起聚合力。

尽管“印太”战略尚未形成具体机制，但是一方面，该战略正在使相关国家“内

生出加强制衡、围堵中国的战略需求”，④尤其是“印度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其地方

影响，重塑其安全半径”，⑤这与“印太”战略有很大的重合部分；另一方面，该

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某些南海国家主动按照战略逻辑塑造自身，甚至连澳大

利亚这样的边缘国家也主动参与进来，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⑥中国南

部边疆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新的成体系性的挑战。 

综上所述，从全球战略环境到霸主国对华战略转型，再到周边国家对华战略

态势，中国的战略环境都有所恶化，中国正处于做出新型战略反应的前夜。 

（二）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文化助益 

1.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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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诠释和验证中国战略文化的具体内容，其内容的成因属于另一个研

究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国家体量仍在不断增长，与霸权国

实力的相对差距日益缩小，这必将深化而非削弱中国战略文化的作用力度。原因

有三。 

第一，巨型国家体量造成的更为复杂的国内治理方式对于战略资源的积累影

响深远。兼具面积、人口和政府的三重巨型体量决定了中国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多

元，敏感善变，①应对国内治理问题的方式绝不可能秉承某一种单一逻辑。首先，

中央政府长期面对多样化的治理对象，或以德治，或以威服，在潜移默化中容易

形成因地制宜、灵活应对的基本战略意识。其次，中央政府在治理内部对象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于积累两种对立的战略资源没有心理和方法上的障碍，

这对于转内而外之后的战略运作影响深刻。最后，中央政府在对内部复杂系统的

治理中，必须以维护系统稳定运转为第一要务，这对于反应式的对外战略与适度

反应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外交其实也是一种内政”。

②国内民众对于决策者国内治理能力与对外战略能力的判断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发生重合，这也就决定了偏执一端的对外战略注定会遭到国民的质疑与反对。 

第二，巨型国家体量更为高昂的战略资源调动成本使反应式策略成为常态。

复杂系统会把系统本身的局部变化放大为系统本身的整体效应，中央政府改变战

略资源流向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结构是一个转换体系，它含有作为整

体的这个体系自己的规律和一些保证体系自身调节的规律”，③系统越复杂，放大

作用越巨大，因和果之间的线性对称关系越脆弱。“简化——更不必说过分简化

了——可能是致命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④同时，复杂系统本身的演变过程

会在中央政府调动战略资源的各个环节不断增加成本。中央政府调动资源的过程

会加速各个内部集团的互动，而一旦涌现出新质，调动战略资源有所作为的不确

定性结果以及维护公平的难度可能会成几何级倍数增加。因此，从治理成本的角

度而言，主动对外使用战略资源不是中国这种巨型体量国家的最佳战略选择。 

第三，巨型国家体量容易催生和维持文明延续的自信，进而影响其战略反应

的方式。中国对于外部世界基本不存在文化层次的心理依赖，因此，中国国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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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友好行为的反应不会超出一定的情感范畴，尤其不会把国家发展建立在和周

边国家的相互依赖之上。因此，即使中央政府以德报德，可被接受的程度也只是

以单次互利行为为界限的反馈行为，或者建立松散的等级关系（包括东亚封贡体

系①），更深层次、系统性的利益输送则相对缺乏战略吸引力。同时，对于文明延

续的自信使中国国民对于彻底消灭战略对象的必要性也缺乏认同，这不仅源自基

于自身体量所产生的安全感盈余，也源自前文所述对于大量动员国内战略资源成

本的功利计算。因此，中国国民可以接受的战略反应必须充分认识到战争消耗或

者利益输出的限度，有意识地控制战略成本，②而不必“视如己出”或者“赶尽

杀绝”。 

综上所述，不断增长的国家体量在战略资源的积累和使用方面会对中国战

略文化的作用机制起到强化而非削弱作用。无论中国战略文化的成因为何，中

国客观存在的体量崛起都会使“镜子”思维获得越来越坚实的民心基础。 

2. 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要性 

在国际战略环境相对下行与中国实力相对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顺从“镜子”

思维得以深化的必然性趋势，即为顺从战略文化的国内民意传统。这对于减少中

国战略内耗，提高国内资源整合效率，在具备“实力”的基础上获取“能力”，

都尤为必要。 

首先，中国战略对象的数量急速增加，且某些战略对象的战略偏好属性急

剧变化，中国更需要以多样性战略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能力储备和战术执行的基

础。在中国从地区性国家成长为全球性国家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与

中国发生利益关系，自然而然进入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需要十分灵活的多边和

多元战略思维才能在维护国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与更多类型的国家实现共赢，③

而灵活的战略思维根植于多样的战略资源。同时，一些战略对象在国内政治的演

变过程中已经或即将发生对外战略偏好的转变（比如英国、菲律宾、委内瑞拉），

或者深化原有的战略偏好（比如越南、美国、俄罗斯），这也需要中国至少以两

种战略思维因时因地灵活应对，才能平衡、普惠地推动全球发展和治理。④ 

其次，中国既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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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大国，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偏好上讲，国家大战略仍应以积累为主，反应

为辅，对于主动的战略出击应慎之又慎。“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并且有可能很快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科

技创新能力、金融管理能力、军事实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个体的综合

素质等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都还有明显的差距”。①对于中国而言，战略资源

积累的收益仍然大于战略资源使用的收益，即使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了更

高的地位，谨慎使用战略资源仍然不失为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之一。邓小平提出

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之

所以把“有所作为”放在最后，也是因为它从属于对外反应阶段，如果没有前面

十六个字指导下的战略资源积累和被动反应策略，片面提出“有所作为”则违背

了辩证唯物主义。 

最后，同质、适度的战略反应是一种“软威慑”，有利于中国在国际格局转

型中稳住阵脚。“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软威慑策略相比于现实主义的硬威慑

策略副作用更小，它不仅不会引发类似于军备竞赛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

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还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因为无论从利益计算还是文化理想

上考量（至少经过一定重复博弈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进攻收益预期必然

会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明确信号下逐渐下降，并逐渐向非攻秩序的道德

区间靠拢。同时，不以牺牲国内发展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的适度反应也更容易获得

其他国家的尊重，适度的反馈和反击都会发出战略自信的信号。② 

（三）对“镜子”思维有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 

错误认知一：被动反应等于战略闲置 

有观点认为，“无刺激则无反应”的被动反应状态即为战略闲置，③这忽视了

战略闲置的过程性。战略闲置的原因是国家追求实现主观层面的道德愿望而忽视

了客观层面的对抗形势，所以战略闲置首先体现为战略资源积累中的“反物质”

主义，而后才体现在战略资源使用中的“反利己”主义，乃至“反利益”主义。

而执行被动反应策略不等于无所作为，国家没有主动使用战略资源更不等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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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对抗形势，放弃对物质资源的积累。比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既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同时保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在坚持反应策略的同时，

也没有出现战略闲置中的“反物质”主义倾向。 

错误认知二：“一带一路”倡议等于主动使用实力资源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挑战美国

的大战略”。①这种观点既忽视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也忽视了“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的互动性。从宏观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友

好鼓励下所进行的战略反应。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和

文化依赖性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周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

家都需要某种力量主体推动它们进行“集束式”发展。割裂此前数十年中国对周

边国家适度反馈的良好作用和信用积累，仅从“中国提出倡议”而判断是中国的

主动出击是一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观感。没有周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产生的客观需求，及其政府社会对于中国的友好表态，中国不会在条件不成熟

的情况下主动整合欧亚大陆资源，②至于借此倡议对抗美国，更不符合中国一贯

的战略设想。事实上，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俄罗斯和美国都曾经

经营过中亚地区的“丝路”战略，但是或者名存实亡，或者前景黯淡，③这真实

印证了在没有外部需求刺激和友好环境认可的情况下主动使用战略资源追求实

现相关战略目的的不可行性。 

错误认知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于主动使用道德资源 

有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与之精神内涵类似的“睦邻友好关系”、

“亲诚惠容精神”等文化建设，是中国以让利方式扩张势力范围的战略。④这种

观点没有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表

现为对友好行为的道德反馈，并以此引导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互利共赢，这是一种

互动性设想和友好反馈的承诺，绝不是单方面主动进行利益输出。与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的背景相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本身就是对于世界发展到互

联、互通、互利、互助这一历史阶段的反应。中国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本国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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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但同样离不开数十年来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当中国获得了全球性

力量和地位之后，应该适度对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利益和道德的反馈。 

 

五、 结 语 

历史证明，“中国将去往何方”的答案取决于中国人民对于其生存方式的期

待和生存意义的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所谓“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的

文化，并按照这一文化坚定前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以物质实力开始，却要

以思想文化延续。 

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镜子”思维与当今世界大势

出现了某些重合之处，中国民心与世界民心同频一致，中国才做到了乘势崛起。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兼修德力的战略资源积累方式迎合了世界多极化

和多样化趋势。多元战略资源储备使中国可以较好地适应动态变化中的合作与竞

争关系。第二，被动的反应式策略迎合了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增进理解、个性发

展的时代愿望。中国不会主动使用任何战略资源干扰其他国家的独立意志，这是

中国获得合法崛起国身份的根本保证。第三，同质、适度的反应原则迎合了世界

人民追求和平、良性互动的根本需求。所谓“负责任大国”不是那些先主动制造

问题，再以错位反应或者过度反应扩大问题的强权性大国，而是在自尊自爱的前

提下，按照契约精神“行不言之教”的示范性大国，中国反馈的分寸感与稳定性

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合作意愿与真心支持。  

战略文化是超越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稳定存在，是民众潜意识中的是非判

断标准，也是指导国家战略的根本原则。一些西方国家从其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出

发理解中国战略，或以中国为威胁，或以中国为虚伪，或以中国为懦弱，或以中

国为混乱。而中国则必须从本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智慧，理解和

坚持“镜子”思维，在权力政治和零和思维盛行的世界中，以国内发展的有序性

和可持续性为一切战略的根本指向，在遵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愿望的基础

上，不被欲望蒙蔽，不被道德绑架，走出一条人类自十七世纪以来从未走过的，

为世界战略文化贡献全新内容的大国崛起之路。 

 


